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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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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

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

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

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

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

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

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侄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

更好地融人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

构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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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nsformationofCommunicationStudiesintheNewMediaAge
WeiLu DingF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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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mergenceofnew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andnewsoci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has calle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researchershavebeenaskinganumberofquestions:Canthenew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leadtoaparadigmshiftincommunicationtheories? Areclassic
communicationtheoriesstillapplicabletothenewmediaenvironment? Whatarethenewresearch

questionsthatemergeinthenew mediaage? Whataretheinteractionsbetweenthenew
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andnew mediaresearch? Howdothenew media
studiestransformthecurrentcommunicationresearch? HowshouldChinesenewmediaresearch
bedeveloped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anduniquecontextofChinesesocietyand



culture?Basedonthereviewofpreviousresearch,thisstudyanalyzesthreeapproachestonew
mediastudies,namelysocialscientific,critical,andinterpretiveparadigms,andrevealsthree
findings.First,itisthechangingcommunicationactivitiesandpracticesinwhichpeopleengage
thatleadtothechangingviewsofcommunication,suchasashiftfrom"media-audience"studyto
"newmedia-user"study.Moreover,thedevelopmentofnewmediaindustrynotonlygenerates
newresearchobjectsandtheories,butoffersnewperspectivesand methodstotestclassic
theories.Second,inexamin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new mediatechnologiesandsocial
change,thisstudyconcludesthattechnologicaldeterminismisusuallyadominantparadigminthe
earlyphaseofnewmediatechnologies.Asthesenewtechnologiesdiffuse,researcherswillturn
toasocialshapingperspectivethatfocusesonhownewmediatechnologiesareshapedbyvarious
socialforcesontheonehand,andareshapingsociallifeinsocio-historicalcontextsontheother.
Third,theemergenceofnewmediaeventshasbecomeauniqueandinfluentialcommunication
phenomenonthatattractstheattentionofalargenumberofChinesecommunicationresearchers.
Nevertheless,mostofthesestudiesarecasestudiesandarelimitedtotheapplicationofwestern
theoriestotheChinesesociety,thusfailingtoprovideanyinsightintothecommunication
mechanismintheChinesenewmediaenvironment.Againstsuchabackdrop,thisstudysuggests
apossibledirectionforChinesescholarstofacilitatea"culturalshift"ofnewmediaresearch,to
adoptthe"thickdescription"methodofculturalsociologytorevealthespecificimplicationsofnew
mediaevents,andtouncoverthesocio-psychologicalconsequencesoftheseeventsandtheir
associatedsocialfactorsintheChinesecontext.Thegoalistohighlighttheinterplayofdifferent
socialforcesinnew mediastudiesintransitionalChina.Meanwhile,scholarsshouldtake
advantageofnewmediatechnologiestodevelopnewresearchmethodsandprocedures,toexplore
uniqueresearchquestionsintheChinesesocialandculturalcontext,andtogeneratenewtheories
thatcanfacilitateth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research.
Keywords:newmediastudies;newmediaage;transformationofcommunicationstudies;new

mediaevents;culturalsociology

知识转型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知识社会学主张“不能孤立地看待思想和信仰,而是要将其视
为一个整体中相互依赖的部分来把握”[1]7,传播研究的转型也与社会形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历史
上,正是现代传播技术和大众传媒业的出现,吸引学者对人类传播活动和社会传播现象进行考察,
才促进了传播学这门新兴社会科学的诞生,也正是每一次传播技术的沿革引领着传播研究的不断
发展。当时空变换到新媒体时代,新信息传播技术、全球化和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交织在一起,创造
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衍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为传播研究的学术场域注人了新鲜活力。“新媒体研
究”正在成为透视社会现象的新视野和新维度,带动传播研究的整体转型。

“新媒体”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当
一个新的传播技术诞生,“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定义就会迎来一次更新,这一定义在一定历史时期
内得以稳固,直到下一次的传播技术更新。当前,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体时代”是指计算机技术、互
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诞生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期。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传
播、网络传播和全球传播为主要特征。在此,新媒体并不单纯指向传播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
同时指向“用来交流或传达信息的制品或设备;传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动和实践;围绕上述设备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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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形成的社会安排或组织形式”[2]2。换言之,即区别于大众媒体时代的新传播媒介及其相关的传
播实践和社会情境。新媒体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仅仅是以往占据传播研究核心的生产、文本和受
众等问题,而是在媒介、实践和社会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体能够产生哪些区别于传统媒体
的独特影响[2]3,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新媒体何以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展开
的场域[3]20。

传播学界有三种公认的主流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socialscience)、批判研究范式
(criticaltheory)和侄释研究范式(interpretiveparadigm)[4]317。新媒体研究作为传播研究中一个相
对独立的研究点,同样在这三种研究范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展开,其中包括:以社会科学范
式在媒介层面,探讨新媒体的接人、采纳和使用与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批判研
究范式在社会层面,考察新媒体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考察传播技术、传播媒介、人类行为和社会
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以侄释研究范式在实践层面,就新媒体语境下新的传播实践活动(如新媒体
事件)展开侄释性分析。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三种不同取向的新媒体研究,重点关注以下研究问
题:新媒体研究何以带动传播研究的转型? 这些变化是否可称为范式转移? 新媒体技术革新与新
媒体研究的发展历程之间呈现出哪些互动关系?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共同背景下,华人传播学界
的新媒体研究应当如何发展?

一、新的受众? 新的效果?

在传播的“传递观”[5]4影响下,大众传播时代不少传播学者将传播视为传递、发送或扩散信息
的过程。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迁导致传播学界经历了以下几个观念的转变:一是媒
介观的转变,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与传媒机构紧密相连,主要指向传递信息和影响受众的实体机
构,而在新媒体时代,媒介是人们用以分享信息和表征意义的中介,媒介的泛化和无所不在催生了
媒介化社会的诞生,通过新的媒介平台,个人、传媒机构、政府、商业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力量交
汇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二是受众观的转变,受众从相对被动的接收者和消费者转变为更加主动的
选择者、使用者和产消者(prosumer),能够积极利用媒介进行传播实践和内容生产;三是传播过程
观的转变,大众传播时代已经有相当多学者认识到,传播过程不只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单向、线
性的过程,这一观点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强化,学者们更为强调传播过程是一个多对多、所有人对
所有人的社会互动过程,传播的“传递观”更进一步演化为传播的“社会互动观”。这些传播观念的
变化正是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传播现实的真实写照。

由此,“受众”(audience)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新的传播实践,传统的受众研究在新媒体时代遭
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更为聚合,而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则更为分众化和个人化。
这就造成研究传播效果时,是否仍然能够将受众看作整体的问题,即是否产生了“新的受众”的问
题,甚至更激进一点说,在传统的“传者-信息-受者”模式被打破后,“受众”一词是否仍然适用的
问题。事实上,在受众的角色变得更为主动后,许多学者转而使用“用户”(user)一词[2]4,Web2.0
时代风行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正是在此含义上发展而来的。虽然
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仍然在新媒体研究中颇为流行,但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近年来同样出现大幅
增长,更多学者从研究接受行为转向研究使用行为[6]15,带动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向“新
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

还有一个问题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那就是经典大众传播理论在新媒体语境下是否仍然
适用? 新媒体的接人、采纳和使用产生了哪些新的议题,是否产生了“新的效果”? 牛津大学互联网
研究中心的威廉·达顿(WilliamH.Dutton)认为,互联网研究使我们在众多方面质疑旧理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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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社会研究的价值[7]174。例如,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注重阐释媒介内容如何影响人们的认
知和态度,但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学者开始关注用户如何主动选择某些内容而忽略其他内容。同
样,由于信源的多样化,“把关人”理论也遭到了挑战。经典理论遭遇尴尬源于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
活动的无所不在,媒介接触、使用和内容的再整合,动态的点对点网络结构,以及个人参与感和互动
感的增强[2]6。这些新特点重塑了媒介环境,挑战了经典传播理论的立论基础,提出了理论普适性
的问题。然而,仍然有一些理论经受住了新媒体语境的考验,如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of
InnovationTheory)、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理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ofReasonedAction)、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和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等。
创新扩散理论将新技术(包括新观点、新生活方式等)的扩散过程定义为参与者互相提供信息和分
享信息的过程,认为只有在社会化的传播过程中,创新的意义才会逐渐显露出来[8]23。数字鸿沟理
论探讨的是新媒体时代仍然存在的信息不平等现象,尤其能够揭示新媒体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社会
经济地位、数字技能差异导致的互联网接人和使用的差异。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
受模型则被用以解释网络游戏、网络信任与风险、在线消费行为等与互联网相关的个体行为机
制[6]17。与此同时,在新技术条件下,传播研究一直以来关心的一些旧问题,如媒介效果和人际关
系等,依然值得探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提供了解答这些问题的新途径,并开拓
了传播学者审视这些议题的新视野。在此意义上,新媒体研究对传播研究具有拓展性的正面
影响[7]174176。

那么,这一正面影响是否足以促成传播研究的范式转移? 大部分传播学者对此都是谨慎的。
这一点也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以新媒体研究中占据较大比例的互联网研究为例,祝建华及其
团队对2000年至2009年间的互联网研究进行了回顾性总结,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互联网研究目
前还算不上是一个已确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一个兴起中的研究点,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的互联网
研究在理论建树上表现平平,只有30%的研究使用或提出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理论。但互联网研
究的增长速度相当惊人,21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仅次于环境研究的第二大增长点,在当前美国社会
科学七大热门研究领域中占据第三位。互联网研究仍将研究重点放在媒介采纳、使用及效果上,但
采用了一种更为“网络化”的研究视角[6]16。因此,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
来对新媒体现象进行阐释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社会网络分析”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
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模式和应用[9]1。互联网如今已经不是一个虚拟的在线空间,而是一个各种
社会力量交织的社会空间,因而社会网络分析也用于解析在新媒体这一社会网络结构中,各种潜在
资源、行动者和权力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

正如传播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新旧媒体之间并非替代性关系,而是融合共生关系,因而新媒体
技术发展以来,也兴起了另一种形式的比较研究,即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不同的传播内容和传播
效果的比较研究。再者,传播研究的其他分支,如健康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媒介经济学都不
可能离开新媒体这个新视维进行讨论。自2005年 Web2.0时代社交媒体和“用户生产内容”模式
兴起以来,传播研究的各大分支也都表现出相应转向,学者们纷纷将目光移向博客、维基百科、社交
网站、微博等新技术应用的研究。此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也加速了学者
们对相关议题的研究。2013年1月《移动媒体和传播》学刊(MobileMedia&Communication)的
创立预示着下一轮传播研究转向的开始。概言之,传播学界一直追随业界的动态和步伐,不断拓展
新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就新媒体技术应用和随之产生的新兴传播现象展开讨论。

二、神话的终结:新媒体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传播活动不仅关注媒介层面的微观现象,或实践层面的中观过程,更与宏观社会情境相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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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实现文本性(textuality)和情境域(contextuality)的结合,并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性维度之一,
调节其他维度乃至整个社会的构成与转变[10]109110。在此立意上,新媒体研究同样注重在宏观社会
环境中考察新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命题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

20世纪70年代的宏观社会理论最早在新媒体时代开启了有关这一命题的讨论。随着贝尔
(DanielBell)笔下“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品生产经济向服务性经济转变,信息和知识成为关键变
量,梅掉忠夫(TadaoUmesao)的“信息化”(informationization)和马克卢普(FritzMachlup)的“知
识产业”(knowledgeindustry)概念提出后,人类社会全面迈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埃吕尔
(JacquesEllul)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社会;托夫勒(AlvinToffler)称信息化
为人类社会变革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JohnNaisbitt)认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技术知识
成为新的财富,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知识产生的系统化[11]2735。这些早期理论都被贴上了“技术
决定论”的标签。技术决定论经常因为其科技乐观主义受到批判,即认为新技术的扩散必将驱动社
会整体变革,忽视了技术是社会制度的维度之一,是在其社会应用中产生影响的。

传播研究语境下的技术决定论主张,新媒体技术是社会变迁和文明进步的推动力,这种力量通
过传播技术手段和有代表性的传播内容来实现[12]449。新的传播技术能够改变社会形态,开创社会
交往的新形式,发展新的知识结构,转移权力中心。大众传播时代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可以追溯
到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而其思想源流又可以追溯到英尼斯(HaroldAdamsInnis)以及
更早的杜威(JohnDewey)、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和帕克(RobertEzraPark)。杜威、库利
和帕克都认同大众媒介具有整合社会的作用,是恢复“大共同体”和实现“共同政治生活”的重要手
段[13]106152。三人在印刷媒介时代赋予了印刷媒介技术以神话色彩。在杜威等人和麦克卢汉之间
的英尼斯虽然不对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报以同样乐观的态度,但同样认为,一切文明的兴衰和起落
都与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传播媒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在于媒介的性质关
系到知识的垄断,而知识的垄断又关系到社会权力和权威[13]5059。英尼斯同时也认识到权力机构
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因此,他不算是完全的技术决定论者。相较之下,麦克卢汉的观点更为激进。

麦克卢汉主张“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
影响,都是由于新的行为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
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行为尺度”[14]7。正是在这样的论述中,麦克卢汉赋予了电子媒介以“技术
神话”的色彩。他预言,“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务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时间和空间在瞬
时信息时代双双化为乌有”,人们的交往方式将“重新部落化”,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14]9。
换言之,新媒体技术将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和“权力的终结”[15]2。

事实上,新的传播技术的确提高了人类控制空间的能力,缩减了传递信息的时间,如印刷解决
了快速生产的问题,广播和电视则解决了大规模迅速发布的问题[5]106。大众传媒也的确曾在人类
民主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并树立了其“第四等级”的地位,但在“权力的终结”这个问题上,学者
们始终有流于天真和简化的倾向。凯瑞(JamesCarey)就曾批判麦克卢汉过分神化电子媒介技术,
将其“奉为人们期待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回归珍贵的自然乐园的途
径。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电将克服曾经妨碍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力量和政治障碍”[5]88。威廉斯
(RaymondWilliams)同样批判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并引领了技术决定论向社会塑造论(Social
ShapingofTechnology)的转型。不同于技术决定论将技术当作原因,将社会当作结果,社会塑造
论主张科技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和得以存在的基础,无法超越社会的制度化,“科技因为社会而得以
延续”[16]3。威廉斯认为,技术决定论将“新技术看作是自生的、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一个领域,
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的人类状态”[17]8,忽视了社会环境对媒介应用的影响和其他社会因素
的联动作用。科技并非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独立因素,无论是科技事务的诞生还是文化形式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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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植根于社会历史条件之中。社会塑造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人传播研究领域,并于20
世纪90年代取代了技术决定论所谓的“新社会”主张[2]4。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蓬勃发展时,技术决定论又重新回到新媒体研
究的主流语境。瑞格德(HowardRheingold)提出了“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的概念,他认
为“虚拟社区”代表了社会连接的全新形式,人们在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实现跨越时空的沟通,以前
所未有的规模从事集体行动[18]237。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更进一步预言,原子的世界
已经终结,我们都必须学会做一个数码人[19]8。

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更多传播学者开始回归社会塑造论,并进一步指出科技发展
和社会实践之间是一个互相塑造的过程[20]3。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可以创造一系列新的社会互动、
新的概念系统、新的语言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结构,打破传播的时空界限,开启更为互动的传播模
式;另一方面,这些过程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发生的,人们有权选择如何创造、理解和应用
新媒体技术,这些选择能够造成各种社会后果,并与社会的其他维度一起推动社会变迁。卡斯特
(ManuelCastells)将这种在社会组织、社会变化以及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新型
社会结构称为网络社会[21]1。

新媒体研究又一次向社会塑造论转型,与21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发展的三大特征密切相关,
即平庸化(banalization)、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和主流化(mainstreaming)。首先,互联网
成为人们筛选、捕获、形成和处理信息的基础性工具,以及工作、教育、休闲、文化和政治司空见惯的
组成部分[22]10,经历了从神话到平庸的祛魅过程。其次,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
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主动获取信息的行为推动了一个“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23]33。这意
味着媒介形态之间界限不再那么径渭分明,而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产业界限逐渐模糊,传统媒介
产业不断趋向整合;与此同时,用户生产内容使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获得了自主权,公民新闻和草根
媒体开始向主流媒体提出挑战[24]236。再者,互联网开始走向机构化和产业化,为政经势力所驾驭,
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运营亦不断加强,致使新媒体走向“主流化”[22]10。这也正是更为批判的传播政
治经济学的观点,即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均依赖于社会的其他力量,尤其是政经力量。媒介形式的
变化是历史变革的结果,与各种社会需求相适应。网络空间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
结果[15]157。

至此,传播学者不再将新媒体看作是革命性的,而是从一种演化的角度来讨论新媒体,从关注
新媒体的创造性、新奇性和挑战性,转向从多元路径和健康的怀疑主义出发反思新媒体可能带来的
负面后果。桑斯坦(CassR.Sunstein)就理性地指出,互联网无疑减少了信息的流通成本,扩展了
大众的选择自由,但个人信息选择权的加强减少了社会茹性,这种茹性是由共同经验得来的,因而
对共同体的维护造成挑战[25]18。相应地,网络信任、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等规范理论的议题获得关
注。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关心的认同、性别、种族等议题也逐渐升温,《新媒体与社会》学刊将这一趋
势解读为新媒体研究的“内化”[22]12。

三、历史的现场直播2.0:新媒体事件

虽然新媒体正在走向平庸化和主流化,数字鸿沟和政经势力的介人也不可避免,但互联网确实
使大众更具批判性,帮助个体经由网络连接而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26]4。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可能
性不仅仅限于权力需求和商业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如中下阶层)也可能利用新媒体探
讨社会问题,呈现不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图景。“新媒体事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媒体事件”的概念来自于戴扬(DanielDayan)和卡茨(ElihuKatz),指的是令国人乃至世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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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包括史诗般的政治和体育竞赛、具有超凡
魅力的重要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交接仪式,即“竞赛”、“征服”和“加冕”。这些事件以一种电
子媒介的独特叙事方式实现了一种仪式性的传播,强调了特定的共识性文化价值[27]13。戴扬和卡
茨将这种电子媒介时代媒体事件的传播过程称为“历史的现场直播”。历史由事件组成,事件的传
播过程就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都要依赖媒体对事件的选择与建构。借用“媒体事件”
的概念,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和陈韬文教授将各种经由新媒体技术传播、扩散和讨论的社会事件
称为“新媒体事件”[28]2,故而新媒体事件的传播过程又可称为“历史的现场直播2.0”。

在此传播过程中,社交媒体(微博、博客、社交网站、论坛等)的使用和大众自媒体的出现,促使
人们得以获取传统媒体以外的信息,在高度互动的环境中交流,形成不同以往的公共议题传播实
践。这一传播现象在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基于各种新媒体事件的研究也成
为华人传播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些事件在相当程度上都绕过了传统媒体,选择新媒体作为传播渠
道,促进了公民新闻的生产和多元观点的形成,平衡了公众、政府、社会精英和传统媒体之间的权力
关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改变了事件进程。这是因为数字传播打破了原先的信息封闭和非对称平
衡,让个体拥有了更多的讨论权,形成网络社会景观中的权力角力[7]184。换言之,新媒体事件受到
华人 传 播学者如此关注的 原 因在于新 媒体对 底层民众的 “传 播 赋 权”(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大众媒体时代政府机构、社会精英和主流媒体垄断知识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了挑战,处于社会边缘的信息中下阶层由此加人了创造历史的过程[28]8。然而,也有一些看法认为
新媒体空间的匿名性部分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使虚假信息层出不穷,愤怒、
悲情、戏谑等粗俗化的语言表达呈泛滥趋势,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
了,使社交媒体上的语言表达趋向暴力[29]。

虽然以新媒体事件为切人点的研究正在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但邱林川和陈韬文教授也曾指出,
相当多的新媒体事件研究过分注重描述事件,忽略了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到底要解决什么理论问
题[28]1。事实上,新媒体事件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重大新闻事件+新媒体广泛传播”,或者互联
网热点话题转化为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这样就无法与传统的新闻热点事件加以区分,而只是将新
媒体视作新闻热点事件的导火索和放大器,以及传统媒体之外的一个传播渠道[30]67。新媒体事件
研究关键在于揭示这些事件背后经由独特的新媒体传播方式而形成的社会心理状态,以及这种社
会心理状态与哪些社会因素相关,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新媒体环境的视维,透视中国转型过程中交织
的各种社会力量,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公众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的媒体事件关注的是建立在共识性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心理状态,但新媒体事件所形成的
社会心理状态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华人社会语境中。有学者发现,中国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
感动员的过程,悲情和戏谑是中国新媒体事件中情感表达的两种主要方式,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
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等是激发中国语境下网
络事件的情感逻辑,而这同时也体现了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31]60。在林林总总的新媒体
事件中,邱林川和陈韬文从事件内容出发,将当前华人社会的新媒体事件分为民族主义事件、权益
抗争事件、道德隐私事件和公权滥用事件,并认为不同的事件种类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而是既有区
别也有联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新媒体事件亦随着区域、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出
不同的倾向性[28]612。与此同时,华人社会的新媒体事件不仅预示着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交叉的新趋
势,也使新媒体全球化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如在2008年西藏骚乱等全球性新媒体事件中,不仅是新
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进行对话,也有中国网民以公民新闻的形式与国际媒体所进行的对话,“反CNN
网站”迫使西方主流媒体就不实报道进行修正和道歉就是例证之一[32]。

但以上这些研究仍未能将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机制和发生作用的社会因素解释透彻,这与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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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缺陷有关,即用独特现象来推导普遍性规律的困境。另一个原因在于新媒体事件受制于历
史文化情境、地缘环境和传播环境,因而某些新媒体事件只具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特殊性。然而,
华人传播学界相当多的新媒体事件研究仍然在沿用西方理论作为解释工具,公共领域、协商式民
主、抗争式对话、社会认同等重复出现的概念虽然具有国际学界的普适性,却缺乏华人社会语境的
落地性。近年来,传播研究的转型除了受到新媒体技术和新传播实践的影响外,另一股不可忽视的
力量就是由文化社会学带来的侄释学转向。这一转向或许可以为新媒体事件研究带来更多启发性
意义。格尔茨的文化解释路径强调以“深描”的方法侄释社会文本及其社会意义[33]14,亚历山大更
进一步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强调文化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交织何以对社会生活产生一种微妙的建构
作用[34]19。如果能够将这一侄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融人新媒体研究中,或许
能够更好地阐释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四、讨论和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三种不同研究范式的新媒体研究,揭示了在媒介层面,新媒体时代的“受
众”概念如何向“用户”概念转化,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如何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
变,新媒体研究何以不断追随业界动态转换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映射出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传
播现实;在社会层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塑造论何以交替主导了新媒体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
究,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实践层
面,新媒体事件带来的新传播实践何以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语境下,成为
学者观察由历史事件传播构成的历史过程的重要视窗。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新媒体研究仍然注重在微观层面关注新媒体的接人、采纳、使用与受众认
知、态度、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批判研究范式和侄释研究范式的新媒体研究则更注重探讨新媒体
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新媒体技术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时间、空间和权力的限制。大部分学
者都认可新媒体技术的确改变了传播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关系,提高了控制空间的能力,缩减了传递
信息的时间,但在权力的终结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理想始终有流于乌托邦式想象的倾向。尤其是
在新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总是占据新媒体研究的核心,而随着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
纳的比例逐渐提高,社会塑造论又总是适时进人学者的视野,反思技术决定论将技术当作决定性动
因的谬误所在。基于新媒体环境的新媒体事件传播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独特而显著的传
播现象,侄释研究范式的新媒体研究对此进行了重点关注,但却缺乏对这一传播现象之社会意义的
“深度描述”[33]14。

对未来华人传播学界的新媒体研究而言,首先,新媒体技术和传播全球化为传播研究带来了技
术层面的便利,如提供大量数据以丰富传播研究的实证基础,使跨文化、跨地域的比较研究更为可
行,扩大国际合作研究的规模和多元意见的交流,促进全球性研究等[7]170190。华人传播学者大可利
用这些便利,开拓更为广泛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实践。但同时,新技术迷思也使“技术神话”的危险弥
漫在传播学界。例如,大数据成为当前传播研究的讨论热点,然而大数据的预测能力是否真如想象
般乐观,借鉴以往的经验,传播学者必须要慎之再慎。但大数据的确提供了一种替代以往随机抽样
法的实证数据收集方法,如何应用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更为深人地分析传播现象和传播过程,需要传
播学者的更多探索。

其次,新媒体研究使华人学者第一次有机会站在技术发展的前沿,与全球传播学者同步开展研
究。当前华人传播学界的新媒体研究热衷于新媒体事件的研究取向,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
渴望。的确,新媒体让中国民众有了表达观点的多元渠道,更容易接触到政府机构和社会精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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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获得各种社会热点事件和决策议题的有关信息,进而形成公众舆论,产生社会影响。但新媒体
事件研究不应停留在对事件本身的描述和阐释上,而应深挖新媒体事件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状态,

以及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媒体传播环境的影响,又与哪些社会因素相关。与此
同时,传播学者也应警惕新媒体传播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推动媒介素养等研究的同步
发展。

最后,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不应复制其他模式,而应植根于其文化特殊性,并向其他的社会形
态开放,由此构成一个多文化的、形式各异的、彼此相通的网络社会[21]103。在此意义上,华人传播
学界的新媒体研究也应植根于中国语境,借鉴文化社会学的“深描”方法观察新媒体传播实践中,中
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何以与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对转型的中国社会进行建构。同时兼顾全球化背
景、新媒体生态和传播研究的整体转型,不仅考虑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也关注新媒体在个人经验
层面所扮演的角色,在宏观理论和微观视野之间达成平衡,既能够在中国社会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提
出独立的研究问题,又能够发展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助益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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